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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审视

———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视角

李　化

摘　要：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迄今为止，联合国安理会召集了七次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这

些公开辩论既是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回应，又是适应新情势的结果。全球气候治理危机、安全概念扩张、

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争夺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召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联合国安理会气候

安全公开辩论影响深远，应当辩证地看待全球气候治理安全化趋势及其深度政治化。虽然联合国安理会气候

安全公开辩论提供了探寻改进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思路，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缺乏国际法

基础。依据 《联合国宪章》第２４、２５条规定，一旦全球气候安全风险发生，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安全

治理则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可以维护国际气候变化

法的权威性和强化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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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ＩＰＣ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已经证实，以全球气候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被科学证明的客
观事实，而且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正式缔结，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治之路，其后又相继缔结 《京
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等专门性条约。令人失望的是，全球气候治理并未能取得
预期成效，正陷入危机［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７日，英国以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
席国身份召集 “能源、气候与安全”公开辩论，这是联合国安理会历史上首次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
召集公开辩论。此后，围绕 “气候变化的影响”“理解和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应对气候相
关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气候与安全”等主题，德国、瑞典、多米尼加等联合国安理会
轮值主席国召集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并且召集公开辩论的频率越来越高，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连续三
年每年一次，２０２１年达到两次。
全球气候治理并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职责范围内事项，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可以视

作联合国安理会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不同寻常信号。通过梳理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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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各国围绕气候变化的性质、气候变化与武装冲突的关系、联合国安理会召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
的正当性等问题激烈交锋，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与会各国所争论的上述问题可归结为联合国安理
会在辩论其在国际法框架内能否介入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基于全球气候治理危机和持续恶化的现
实，其实质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
作为承担着维护和平与安全重大职责的联合国主要机关，联合国安理会何以介入全球气候治

理，这一问题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梳理现有研究，相关文献主要从国际政治等学科角度研究全球
气候治理，成果相当丰富，但是从国际法视角分析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相关成果则寥
寥无几。鉴于此，本文以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为切入点，具体探究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
全公开辩论的缘起及其影响，剖析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问题，试图为应对全球
气候治理危机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二、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缘起及影响

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生事物，是全球气候治理危机、安全概念扩
张、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争夺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于全球气候
治理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或是之前国际气候政治格局变动过程的继续发展，或是在联合国安理会
气候安全公开辩论后才开始显现出来，而且这些影响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作用于全球气候治理。

（一）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缘起
１．全球气候治理危机是召集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表象原因。按照集体行动逻辑
理论，集体行动并不必然增进集团利益或公共利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
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
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２］（Ｐ２）。换言之，集团中单个行为体的理性、非合作博弈是集体
行动难题的症结。作为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领域，全球气候治理面临集体行动推进缓慢、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等问题。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遭遇具有不同目标国家的阻碍，集体行
动推进艰难，归根结底依然是落入集体行动逻辑的窠臼。全球气候治理进行了几十年时间，而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增无减。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年均增长１．３％，２０１９
年达到创纪录的５８１亿吨 （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二氧化碳当量，源自化石燃料和碳酸盐的二氧化碳
排放占比高达６６％①。究其原因，基于优先事项、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所持应对气候
变化的立场和表现不同，国际气候谈判频频陷入僵局，难以在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甚至出现退出
谈判的情形［３］。例如，一些欧盟国家早期视气候变化为环境问题，现在极力主张安全属性；一些发
展中国家视气候变化为发展和道德问题，主张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履行资金、技术援助等义
务。另一方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性条约供应不足，难以保障集体行动的有效性。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国际条约传达合理期望，产生可信赖的承诺，最终形成遵从性拉动，违反承诺既损害国家声
誉又产生法律责任［４］（Ｐ１７－１８）。综观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既有 《公约》 《京都议定书》等专门性条
约，也有其他条约或国际组织创制的气候机制。然而，唯有 《京都议定书》和 《巴黎协定》具有法
律约束力，但是法律约束力又受到法律规范失衡、实体性义务弱化等限制。之所以如此，缔结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耗费巨大的 “主权成本”，对于袖手旁观、拖后腿或走中间路线的国家而言，寻
求自我利益的理性选择是缔结只受国际道义约束而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政治性成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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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安全概念扩张是召集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具体原因。安全问题一直主导国家
间关系的互动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在相当长时间的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国家安全概念。进
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两极对峙的冷战体制终结，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和多极化不均衡发展诱发
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非军事风险被纳入安全概念中，不断 “延伸”安全领域和 “拓展”
安全对象范围。一方面，“延伸”安全领域意指安全的内涵从单纯军事领域延伸至经济、环境、移
民等领域。在抨击冷战时期美国 “极为狭隘”与 “极端军事化”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
人口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资源争夺、跨国移民可能引发冲突，提出安全的内涵理当包括非军事问
题［５］。由此，不安全状态不再单指军事威胁的存在，也包括威胁生存与福祉的所有其他方面［６］［７］。
另一方面，“拓展”安全对象范围意指安全的外延从单一的国家拓展至次国家、自然人和人类。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特别顾问哈克提出人类安全概念，主张安全不仅包括国土安全和人民安全，通过武
力保障的安全和通过发展实现的安全，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亦有维护家庭、工作、社会及环境的
安全和寻求保护所有人的安全［８］（Ｐ７９－９４）。伴随安全概念的演进，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开始重点关注
气候安全风险。譬如，《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和未来几十年
所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已经绝不仅仅是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了。这些威胁扩大到贫穷、传染病和环
境退化……威胁的不仅是国家安全，也威胁到人类安全。”① 最近两次ＩＰＣＣ评估报告专门论及气候
变化对人类安全的影响，其中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单列 “人类安全”专章［９］（Ｐ７５５－７９１）。总之，一个
全新、积极的安全概念得以确立，为召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提供了契机。

３．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争夺是召集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深层次原因。话语直接
体现为权力，“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
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１０］（Ｐ３）。因此，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表现为主导权或控制权，拥有话语
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获取低碳经济、低碳科技、法律规则等软、硬话语。其中，法律规则制定
的主导权是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重中之重，“有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方兴
未艾，日益成为大国博弈新焦点和 ‘造法’新阵地”［１１］。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争夺异常激
烈，各利益相关方不断组合与分化，形成盘根错节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在 《公约》及其议定书阶
段，博弈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强制性减排、发达国家强制性减排与发展中大国减排关系等问题。欧
盟主导国际气候谈判，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阵营对立这条南北矛盾的主线。在 《巴黎协定》
阶段，发展权、生存权等主题被提出，受美国调整气候变化对外政策和发展中大国发挥作用的影
响，欧盟主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地位遭受挑战。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美两国签署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宣布２０２０年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奠定了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模式的基础，为达成 《巴黎
协定》指明了方向。在后 《巴黎协定》阶段，发展中大国引领全球气候行动，欧盟主导全球气候治
理的地位渐渐丧失。面对日益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注意到气候变化与安全间的联系，欧盟推动气
候安全议题进入联合国安理会议程，意欲另辟战场重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

（二）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影响
１．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深刻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安全化进程。一方面，气候变化与
安全问题具有高度关联性，威胁国家、国际和人类安全［１２］。首先，气候变化威胁国家安全。国家
安全是一个系统性概念，气候变化威胁国土、经济、生态等国家安全各组成要素，例如海平面上升
威胁国土安全。其次，气候变化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虽然当前气候变化不是冲突的决
定性因素，但是诱发对能源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而爆发冲突，未来能源资源争夺战极有可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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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１３］（Ｐ２５－２６）。最后，气候变化普遍地影响人类安全。人类安全不关注军事威胁，而是聚焦人的生
命、尊严与福祉［１４］（Ｐ２２－２３）。气候变化不仅使受其不利影响国家民众的生存与福祉正在遭受威胁，而
且使整个人类都在遭受其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气候安全国际共识正在积聚，全球气候治理安全化
趋势显现。安全概念的扩张，非军事领域被识别为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气候变化迅速地被安全
化。依据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基本理论，如果一个国际问题超越传统政治问题属性，被贴上 “存在
威胁”标签，那么可以使 “紧急行动”合法化［１５］（Ｐ２３９）。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责和赋予的 “集体合
法性”力量，欧盟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传播气候安全话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性和重塑全球气
候治理话语权，深化和扩大了气候安全话语联盟，气候安全风险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政策议程中的重
大议题和国际秩序转向的重要风向标。但是，欧盟持续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安全化进程，相关进展并
不明显［１６］。如果将安全化理解为需要采取 “紧急行动”的安全威胁，那么全球气候治理安全化并
没有实现；如果将安全化理解为 “渐进过程”，进而选择特定方法予以应对，那么全球气候治理安
全化正处于萌芽中［１７］［１８］。虽然针对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质疑声不断，气候安全议题
却在短短十几年时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议程中 “半常规标配”事项，但是不能因此断定全球气候治
理安全化已经在法律层面取得突破，只能说具有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①。

２．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深度政治化。全球气候治理政治化
既诠释政治化的过程，也表述这样的一个客观结果。全球气候治理政治化有其发生的特定基础和环
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诉求在气候变化科学共识达成后变得空前强烈，政治共识不断凝聚，最终
载于 《公约》。ＩＰＣＣ的创建及其第一次评估报告是气候变化科学共识达成的重要标志，为凝聚政治
共识和创制、调整国际气候法律秩序奠定了基础。基于第一次ＩＰＣＣ评估报告的结论，联合国大会
注意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政治关切以及为此逐渐加强的国际合作，决定成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
府间谈判委员会以拟定国际条约。《公约》通过抽象应对气候变化终极目标、淡化量化的减排承诺、

弱化发展中国家义务等条款而具有最大程度的 “政治上可接受性”，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基
础［１９］。此后，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联动更加明显，联合国安理会成为气候安全政治博弈的重要
平台，拓宽了讨论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空间，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介入其中，全球气候治理被深度
政治化［２０］。不容忽视的是，全球气候治理政治化犹如一柄 “双刃剑”，积极的政治共识和政治行动
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而消极的政治化过程阻碍全球气候治理。气候变化不再只是科学问题，而且被
赋予政治意蕴，“逐渐成为一个需要各国共同关注、协商解决的全球政治议题”［２１］，全球气候治理
亟须世界各国积极履行政治承诺和强化政治行动。但是，消极的政治化过程消耗本就稀缺的公共资
源，阻碍全球气候治理法律进程。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公约》第２６次缔约方大会完成了 《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的谈判工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无疑是全球气候治理政治化的产
物。虽然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展现了应对气候变化雄心壮志的政治意愿，但是 “以实则治”，全
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推进依然取决于去政治化的具体行动。

三、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分析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危机，联合国大会邀请其主要机关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认识到联合国各主
要机构各自承担责任，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酌情根据各自任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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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努力审议和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包括它可能对安全产生的影响”①。从某种程度上讲，联合国
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是国际社会探求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危机的艰难努力。联合国安理会并未针
对气候安全风险作出任何决议，虽然在至少１２个涉及其他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涉及该问题，
但是不能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明示承认气候变化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或者介入全球气候治

理②。就当前国际法而言，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缺乏法律依据。然而，联合国安理会介
入气候变化驱动的移民危机、暴力冲突等安全风险，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

（一）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正当性
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正当性源于国家同意，体现为 《联合国宪章》的授权。拥

有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维护和平与安全重大职责的联合国安理会必然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扮演重要

角色和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作用的发挥在于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个 “集权性”机构的存在。
有且仅有气候变化驱动的移民危机、暴力冲突等安全风险是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

理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考虑到所有国家最新自主贡献目标的全面执行，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幅度约

２．７℃，超过 《巴黎协定》所载全球温控目标，气候安全风险并没有消除。第六次ＩＰＣＣ评估报告
强调：“武装冲突对社会和社会间的和平风险，以及境内和跨境的非自愿迁移、流离失所及非自愿
静止不动的人类流动风险。和平的崩溃和无法选择流动或定居挑战人类安全的核心要素。”［２２］（Ｐ２８３８）

严重的气候安全风险极少由单一因素决定，往往是不同条件共同产生的普遍性后果，特别是维系人
类尊严所必需且日益稀缺的水、粮食、能源等资源引发的冲突极有可能出现。例如，在分析乍得湖
地区安全的根本原因和事态发展时，联合国安理会第２３４９ （２０１７）号决议特别指出，应当注意气
候安全风险的发生，“确认气候变化、生态变化等因素对该地区稳定的不利影响，包括缺水、干旱、
荒漠化、土地退化和粮食不安全，强调各国政府和联合国需要制定这些因素的适当风险评估和风险
管理战略”。引而申之，在气候变化驱动的安全风险已经实际发生而不是处在预防阶段，此时需要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此等情势采取行动的共识正在累积［２３］。有学者在分析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
候治理问题时指出，拒绝在其中扮演角色、对危机或潜在的安全风险作出反应但不公开承认气候变
化的不安全性、采取明确但有节制的应对措施和 “全力以赴”包括利用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权力
应对是可能出现的四种立场［１６］。显然，上述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是以气候安全风险发生的不同阶
段而作出的选择，唯有危及和平与安全的气候安全风险真实发生时，联合国安理会才可考虑介入全
球气候治理。
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具有正当性，其正当性源于

《联合国宪章》中的国家同意。这一问题与 《联合国宪章》的创制形式、签署、地位等方面密切相
关，毋须赘言。这里主要从联合国安理会作为特殊 “集权性”机构角度予以阐释，因为国际法 “正
当性是一项规则或一个制定规则的机构的属性，它本身就使那些规范性的对象产生 ‘遵守法律的动
力’”［２４］。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取决于一个 “集权性”机构的存在，而且这一机构
足以提供必要的凝聚力、公共资源乃至强制性制裁制度［２５］。依照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会
员国授予联合国安理会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各会员国履行此项责任，且
各会员国同意接受并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安理会调查可能引起国际摩擦的任何争端或情
势，以断定是否危及和平及安全；任何争端或情势存在危及和平及安全时，联合国安理会建议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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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的方法或解决条件；联合国安理会断定威胁或破坏和平及安全的情势是否存在，促请当事国遵
行联合国安理会认为的必要或合宜的临时办法，采用除武力以外的其他措施实施决议，并得促请联
合国会员国执行。基于其职责职权和七十多年维护和平与安全所确立的须臾不可或缺地位，联合国
安理会有此资格和能力担当此 “集权性”机构。概言之，当今国际社会，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
候安全治理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且在气候安全风险发生的不同阶段，可以行使调查权、建议权
和武力或非武力行动权。

（二）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意义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是国际法认可的国际造法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经由此种方式介入全球气

候安全治理符合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受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影响，作为全球气候治
理基础的国际气候变化法进入 “动荡变革期”，加之国际气候变化法约束力的缺陷，国际气候变化
法的权威性日益受到挑战，联合国安理会应对气候安全风险的相关决议对于维护国际气候变化法的
权威性和强化国际气候变化法约束力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的深入展开和欧盟气候安全政策的实践，气候安全原则的

传播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动摇，损害了国际气候变化法的权威性。首先，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国际组织考虑或采纳气候安全原则。气候安全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将环境
事项优先纳入欧盟外交政策，绿色外交网络于２０１２年并入欧洲对外行动局。２０１９年，欧盟外交事
务委员会重申 《２０１６年欧盟全球战略》中表述的观点：气候变化是 “威胁乘数”，是和平与安全的
严重威胁。根据 《巴黎协定》、履行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和提升应对气候安全风险能力，欧盟委员
会将气候安全作为欧盟所有项目的支柱，欧盟２５％的支出用于气候安全目标。在欧盟多年的努力
下，气候安全原则被联合国、非盟、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等国际组织接受并付诸实践。其次，作为
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基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遭受严重侵蚀。历经 《斯德哥尔摩宣言》萌芽和
《公约》明确提出后，《京都议定书》确认和细化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建立 “自
上而下”的强制减排模式，发达国家缔约方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减排承诺不
具有强制性。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区别责任的边界逐渐淡化，共同
责任日趋强化。随后，《巴黎协定》确立 “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模式，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一并纳入全球减排行动中，规定了所有缔约方的减排努力随时间推移逐步提高的 “棘轮机
制”和全球盘点的约束机制［２６］。肯定的是，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迫使发展问题让位于
气候安全问题，气候安全原则击溃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消除贫
困的优先需要受阻。不管怎样，《公约》体系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遵循。坚持共
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履约践诺的体现，更是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
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得到遵
守”［２７］。
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约束力问题备受诟病，法律约束力不强或者说硬性因素不足是国际气候变化

法实施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直接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
等条约构成国际气候变化法的主体，然而这些国际条约或表现为无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软法，或虽然
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内容偏向于程序性义务，造成国际气候变化法约束力偏弱。首先，《公约》奠定
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基础，具有普遍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特征，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第一
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条约，《公约》的任务是消除气候变化科学不确定性和建立常态的法律
机制，因此基于谨慎原则 “框架性”地规定目标、缔约方承诺、机构设置安排、国家报告制度等内
容，而作为核心的履约机制却是一个 “多边协商程序”。其次，作为实施 《公约》的关键一步，《京
都议定书》规定 《公约》附件Ⅰ所列缔约方承担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和履行义务的京都三大减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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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有形无实”，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且法律约束力取决于
对 《〈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的批准。最后，《巴黎协定》的缔结是以义务模糊性和自主权扩张为
代价，可想而知法律约束力的脆弱性［２８］。《巴黎协定》部分条款具有法律义务性质，但是施加缔约
方的是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或者说法律义务主要体现在程序性事务方面；其他条款更多是在表
达建议、意图或观点，譬如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模式条款［２９］。
针对上述问题，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联合国安理会可以藉由应对气候安全风险的相关决议介

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这是维护国际气候变化法权威性和强化国际气候变化法约束力极具效率的路
径。诚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法律约束力存在较大争议，但是 《联合国宪章》并不排除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造法的可能性。《联合国宪章》第２５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
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据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根据第２５条承担义务的限
度并不明确。实践中，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法律约束力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根据决议类别作具体分
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国别决议和普遍性决议之分，其中国别决议是针对特定国家、实体和自然
人创设义务，在一定期限内具有法律约束力；普遍性决议以规定共同遵守的一般性义务为内容，带
有宣示或创设国际规则的性质，这类决议对包括非联合国会员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具有法律约束
力［３０］。实际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法律约束力 “有时取决于安理会本身的意向，即使有关的决
议未援引宪章第七章的条款，只要安理会认为这一决议具有强制力，会员国就应予以遵循；相反，
援引了宪章第七章的安理会决议，也可能只是一项不具有拘束力的建议或呼吁”［３１］（Ｐ１７８）。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伊拉克－科威特间局势”决议要求伊拉克政府按照国际法，负责赔偿
因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并成立特别委员会管理赔偿基金。一言以蔽之，针对
气候安全风险，联合国安理会可以通过应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决议，要求实施国际气候条约、条约中
某个具体条款或者改善国际气候条约，此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成为联合国各会员国必须履行的法律
义务。

四、结　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方面，虽然有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和提及气候安全风险其他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存在，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目前并没有介入全球气候治理。另一方面，当危及和平
与安全的气候安全风险出现时，联合国安理会可以依据 《联合国宪章》规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具
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此外，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具有国际造法效果，联合国安理会藉由应对气候安
全风险决议介入全球气候治理，可以维护国际气候变化法的权威性和强化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约束
力，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法律进程。
事实上，可以发现，每逢遭遇挑战之时，联合国安理会往往主动调整以适应新情势。曾经，冷

战期间在解决局部冲突过程中发展出 “维和行动”，冷战结束后适应新危机出现的国际刑事法庭、
“建设和平”行动等实践，彰显联合国安理会维护或恢复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从强制减排模式向国
家自主贡献减排模式的转变，本就不容乐观的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危机，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
辩论适时出现，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对潜在的气候安全风险作出反应。当前，全球范围内气候安全风
险发生的概率在增大，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９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７７／２７６号决议 “请求国际法院就国家
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提供咨询意见”。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运用诉讼管辖权和
咨询管辖权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联合国大会请求的上述事项发表的咨询意见具有权威性，
此举必会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
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必然引发国际法的变动，我国应该未雨绸缪，坚持统筹推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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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为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导性话语，应对气候安全风险是全球安全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是落
实 《巴黎协定》的行动派和全球安全倡议的践行者，我国应继续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
全观的理念指引，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防范化解气候安全风险。

参考文献

［１］郑石明，何裕捷．科学、政治与政策：解释全球气候危机治理的多重逻辑［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２（３）．

［２］［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Ｍ］．陈郁，郭宇峰，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Ｓｐｒｎｚ，Ｄ．，Ｔ．Ｖａａｈｔｏｒａｎｔａ．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ａｓ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１）．

［４］Ｂｏｄａｎｓｋｙ，Ｄ．，Ｊ．Ｂｒｕｎｎéｅ，Ｌ．Ｒａｊａｍａｎ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５］Ｕｌｌｍａｎ，Ｒ．Ｈ．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１９８３（１）．
［６］Ｍａｔｈｅｗｓ，Ｊ．Ｔ．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８９（２）．
［７］Ｈａｆｔｅｎｄｏｒｎ，Ｈ．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１（１）．

［８］Ｍａｈｂｕｂ　ｕｌ　Ｈａｑ．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Ｔｅｈｒａｎｉａｎ，Ｍ．Ｗｏｒｌｄｓ　Ａｐａｒｔ：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Ｌｏｎｄｏｎ：Ｉ．Ｂ．Ｔａｕｒｉ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９．

［９］ＩＰＣＣ．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１０］［法］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Ａ］．肖涛，译．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１１］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Ｊ］．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８（５）．
［１２］Ｂａｒｎｅｔｔ，Ｊ．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３（１）．
［１３］［美］迈克尔·Ｔ．克莱尔．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Ｍ］．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４］ＵＮＤＰ．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９４［Ｒ］．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１５］Ｂｕｚａｎ，Ｂ．，Ｏ．Ｗａｅ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８．
［１６］Ｓｃｏｔｔ，Ｓ．Ｖ．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５（５）．

［１７］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ｅｎ，Ｒ．Ｂｌａｉｒ’ｓ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ａｒ［Ｊ］．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Ｌｏ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２００５（１）．

［１８］Ｐｅｔｅｒｓ，Ｋ．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Ｊ］．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２０１８（Ｓ２）．

［１９］Ｂｏｄａｎｓｋｙ，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Ｊ］．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３（１８）．

［２０］周逸江．德国安全化气候议题的策略与动因分析［Ｊ］．德国研究，２０２１（３）．
［２１］赵斌，谢淑敏．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表征、动因与前景［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５）．
［２２］ＩＰＣＣ．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２：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Ｉ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２．

—１４—

李　化：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审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视角



［２３］Ｓａｕｌ，Ｂ．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９）．

［２４］［美］保罗·Ｂ．斯蒂芬．论国际法的正当性［Ｊ］．彭卓群，韩秀丽，译．国际经济法学刊，２０２３（３）．
［２５］王宏仁．全球治理的实践困境：以ＣＯＰ２３为例［Ｊ］．全球政治评论，２０１８（６１）．
［２６］Ｎｏａｈ，Ｍ．Ｓ．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２０ｓ：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ｏｒ　ｂｒｅａｋｕｐ［Ｊ］．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９（３）．
［２７］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
［２８］Ｋｅｏｈａｎｅ，Ｒ．，Ｍ．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Ｐａｒｉ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ｅａｄ　ｅ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６（３）．

［２９］Ｆａｌｋｎｅｒ，Ｒ．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
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６（５）．

［３０］任文利．全球治理背景下安理会决议的效力与执行［Ｎ］．法制日报，２０１８－１１－２８（１２）．
［３１］许光建．联合国宪章诠释［Ｍ］．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Ｉ　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ｋｉｎｄ．Ｔｏ　ｄａｔｅ，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ａｓ　ｃｏｎｖｅｎｅｄ　ｓｅｖ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ｈａ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４ａｎｄ　２５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ｌａｗｓ　ｃａｎ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２４—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